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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相比汉唐时期， 蒙元时期敦煌作为中西交通枢纽和孔道的地位虽然有所下降， 但仍是东西

方往来的重要通道， 常常成为商旅及使臣的重要经由地。 蒙古帝国时期修建了自甘州、 酒泉、 敦煌，

经玉门关而通达西域的站赤体系， 元朝建立后不断予以完善。 甘肃行省管辖的三路长行站道、 甘肃纳

邻站道， 均连接到沙州、 瓜州、 哈密等地站赤并进而通往西域， 反映了沙州、 瓜州在元代站赤体系中

的重要节点位置。 站道体系的完善和站赤的正常运转， 不仅保证了元政府和西域地区的经济、 政治往

来， 也为元政府的信息传达和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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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期， 敦煌在丝路交通上的地理重要性虽然难与汉唐时期相比， 但仍是中西往

来的重要经由地， 同时也是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及西方世界政治、 经济往来的前沿地区。
此外， 蒙元时期修建了由河西通接西域的驿站体系， 敦煌地区成为该驿站体系中的重要

节点。 关于蒙元时期敦煌的地理特点与驿站交通， 学术界已进行了各有侧重的探讨。 大

岛立子先生扼要论述了元代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位置， 探讨了敦煌在元朝边防中的地位

作用。①胡小鹏先生对甘肃行省内的站赤体系交通道路进行了重点探讨和细致梳理。 ②党

宝海先生则对蒙元时期全国范围内的驿站体系和中西交通进行了全面研究。③本文在这

些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讨论， 不当之处， 祈请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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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敦煌的地理特点

由于蒙古帝国疆域的辽阔， 敦煌不再处于西北边境地区。 但在元朝建立后， 敦煌实

际又处在元帝国与察合台汗国的边境地带。 由于元朝疆土大致分为腹里地区和行省地

区， 因此就元廷中央和内地而言， 甘肃行省被认为属于全国 “极边之地”。 诸如在至大

二年 （１３０９） 八月中书省臣的上奏中即称 “甘肃省僻在边陲”①； 又如 《经世大典·站

赤》 记载： “本省地在极边， 往来经涉沙漠， ……人稀路回， 所过艰险， 比之岭北荒恶

尤甚”②， 对肃州亦记载其为 “边远之地”③， 而瓜州、 沙州位于甘肃行省最西部， 较肃

州更为边远。 因此， 元代瓜州、 沙州又常成为流置犯人的地方。 如至元十三年 （１２７６）
春正月， 王孝忠等人带罪前往八答山采玉。 但经过沙州时， 火忽反叛使别十八里落入叛

军之手， 朝廷遂命王忠孝等人在瓜、 沙州进行屯田。 又如至正十三年 （１３５３） 元廷为

避免南宋皇室后裔落入起义军之手， 而将瀛国公之子和尚赵完普及其亲属迁徙至沙州安

置。 《元史·顺帝纪》 记载至正十二年， 河南各地流民打着复兴宋朝的旗帜， 元廷监察

御史彻彻帖木儿于当年五月上奏， “宜以瀛国公子和尚赵完普及亲属徙沙州安置， 禁勿

与人交通”④。 敦煌莫高窟第 ２５６ 窟有汉文游人题记一则， 记载： “即是 ／大宋国 ／至正十

三年六月”。 据张小刚先生考证， 该汉文游人题记可能与元廷迁徙南宋皇室后裔赵完普

等人到敦煌事件有关， 题记可能为赵完普或其亲属所留题。⑤ 总之， 就元代统治者以及

内地而言， 敦煌乃至甘肃行省仍是较为偏远的地区。
另外， 在元初忽必烈与西北宗王爆发持久战争的背景之下， 包括瓜州、 沙州在内的

河西西部地区成为元朝西北防线的前沿， 其军事、 政治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 元初沙州

一带为元朝军队控守的重要地区。 如果元军失守， 则可能导致敌军顺利进出河西。 中统

元年 （１２６０） 忽必烈即汗位， 而驻守在汗国首都哈拉和林的托雷幼子、 蒙哥幼弟阿里

不哥亦宣布继承汗位， 双方随即展开长达四年的激烈战争。 由于蒙哥汗之子阿速带前往

漠北拥立阿里不哥， 其所属军队遂为浑都海所统领。 阿蓝答儿、 浑都海等意图占据关陇

地区， 但被按竺弥等联军击败。 浑都海败亡后， 哈剌不花等被推为主将， 率残部经肃

州， “及抵沙州北川”⑥， 涉沙漠返回西域， 耶律希亮等随军撤退。 由于此前控守畏兀儿

河西一线的执必帖木儿的东撤， 使沙州地区已无军控守， 故而阿蓝答儿残部得以顺利经

过沙州而西逃畏兀儿地界。 另外， 元帝国和西北宗王的激烈战争， 也曾使敦煌一度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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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忽必烈集团手中。 如 《元史·暗伯传》 记载： “暗伯， 唐兀人。 ……尝迎亲于燉煌，
阻兵不得归。”① 总之， 在元朝与西北宗王爆发战争的背景之下， 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

西部地区的军事、 政治作用又再度凸显。 也正基于此， 元初设立了甘肃行省、 沙州路总

管府及其属州瓜州的行政建置， 以加强对这一区域的经营。② 同时在河西西部地区确立

了以出伯为首的诸王出镇制度。 由此， 元朝在河西地区建立起有效的军政管理体系， 以

保证元代西北地区政治的稳定、 边防的安全和中西交通路线的畅通。
同时， 就敦煌在中西交通上的地理重要性而言， 由于蒙元帝国的大一统、 草原丝绸

之路的兴盛、 中西交通路线的多元化以及政治中心的东移北上， 蒙元时期敦煌地理位置

的重要性相较汉唐时期已经有所下降。 诚如日本学者大岛立子先生所指出的， 蒙古帝国

时期东西方连接陆路交通的主要线路是天山南路或北路， 沿此路线东行可直达和林， 而

没有必要经由敦煌。③ 当然， 东西方往来路线的选择以及是否经由敦煌， 往往与战争和

政局稳定与否有紧密关系。 中西路线的多元化， 使得在选择路线时除了经由敦煌外， 还

可走其他通道， 但并非是完全不经敦煌。 而且由内地前往西域或者由西域进入内地， 穿

越河西、 经由敦煌仍然是较为便捷的通道。 特别是在元朝建立后， 统治中心已由和林南

移至大都， 敦煌仍然是旅行者和其他人员在东西往来时常常选择的经由之地。 马可波罗

在其于至元八年 （１２７１） 开启的东行旅途中， 即选择从忽炭 （于阗） 经车尔成 （且
末）， 然后涉沙漠抵达沙州， 继而经肃州、 甘州并最终抵达元上都 （哈拉和林） 的路

线。 元代著名景教徒列班·扫马以及马克西行时， 提到经过了 “唐古特之城”。 关于唐

古特之城， 英国学者阿·克·穆尔认为 “大概是中兴或宁夏， 位于黄河岸”④， 大岛立

子先生则指出， 从 “唐古特之城” 出发很快就开始了两个月的于阗沙漠旅行， 而沙州

到于阗的道路， 大概需要两月的时间； 同时沙州出去即是沙漠， 符合实际情况。 故而推

测这里的 “唐古特之城” 可能指的是沙州。⑤ 笔者同意大岛先生推测， 并作补充论述：
第一， 马可波罗选择的路线是由西向东， 从忽炭 （和阗）、 车尔成 （且末）， 继而经沙

州、 肃州、 甘州并最终抵达大都的路线。 而根据 《列班·扫马及马克西行记》 记载，
列班·扫马与马克选择的路线则是由东向西， 从大都 （北京）、 科尚城 （东胜）， 经

“唐古特之城”， 随后历两个月之久的荒无人烟的沙漠之地而抵达和阗并继续西行的路

线。 这两条路线大致相同， 所谓的 “唐古特之城” 很可能指沙州， 因为只有从沙州出

发才可能面临需要走长达两个月时间的大沙漠， 而从宁夏地区出发的话则不会立即面临

如此漫长的沙漠。 《拉班·扫马及马克西行记》 记载： “他们从科尚城去唐古特之城。
……从唐古特之城他们去洛顿 （于阗） 之国， 历两月之疲乏劳顿， 该城是不毛之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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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无人烟， 因其水苦， 故播种无收。 两僧在整个旅途中， 仅有八天时间在费尽体力后找

到能引用之甜水。”① 《马可波罗行纪》 中亦多次记载了和阗与沙州间的车尔成、 罗不城

有苦水， 并寻觅甜水的记载， 如车尔成州， “所以水多苦恶， 然又数处有甘水可饮。
……自车尔成首途后， 在沙漠中骑行五日， 仅见苦水。 然更往前行， 有一地有甘水可

饮”， 又如罗不城 “沿途尽是沙山沙谷， 无食可觅。 然若骑行一日一夜， 则见有甘水足

供五十人或百人暨其牲畜之饮。 ……别有四处， 其水苦恶”② 等等， 皆符合 《拉班·扫

马和马克西行记》 记载的唐古特城至和阗之间地区的特征。 第二， 根据 《马可波罗行

纪》 的记载， 从和阗到罗不城大概需要一个月。 从罗不城到唐古忒州穿过沙漠最狭窄

处需要一个月时间， 而 “在此沙漠中行三十日毕， 抵一城， 名曰沙州”③， 刚好是大概

两个月时间， 这与 《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 记载的 “唐古特州” 到和阗的旅行时

间基本相符。 第三， 在 《马可波罗行纪》 的记载中， 原西夏故地中仅称呼沙州为 “唐
古忒州”， 《马可波罗行纪》 记载： “此城 （沙州） 属大汗， 全州名唐古忒。” 马可波罗

之所以称沙州为唐古忒州， 大概是因为沙州是西夏王朝最西边的州， 也是西方旅行者和

商人最早到达的州， 因而称其 （也可能是沙州居民自称） 唐古忒州。 因此， 《拉班·扫

马和马克西行记》 中记载的 “唐古特之城”， 很可能就是沙州。 第四， 《拉班·扫马和

马克西行记》 提到唐古特之民是热忱的信徒， 思想纯洁， “他们送给两僧各种礼物，
……哭泣道： 上帝选择你们为他的荣耀服务， 愿他与你们同在。 阿门”④。 可见这座

“唐古特之城” 有相当数量的景教徒。 《马可波罗行纪》 中还提到唐古忒州 （沙州） 居

民的信仰构成， “居民多是偶像教徒， 然亦稍有聂斯托利派之基督教徒若干， 并有回教

徒”， 另外肃州、 甘州也有一定数量的聂斯托利派教徒。 从这一点来讲沙州符合 《拉
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 中记载的唐古特之城的特征。 因此， 笔者认为列班·扫马和

马克的确选择了经沙州而西行的路线。
可以说， 虽然蒙元时期中西交通路线已经多元化， 但沙州在东西往来中仍然是相当

重要的经由地。 特别是蒙元时期驿站体系的建立， 甘肃行省境内的三路站赤都经过肃

州、 瓜州、 沙州地区而通接西域， 敦煌成为了蒙元东西站赤交通的重要节点， 因此东西

方的旅行家仍然经常选择从西域经沙州、 肃州、 甘州， 再从甘州经灵州等沿黄地区进而

到达元都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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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敦煌的驿站交通

蒙古帝国时期开通了纳邻道 （小道）， 即从和林西南前行、 越过沙漠至亦集乃的站

道。① 而从亦集乃出发， 经甘州、 肃州、 沙州， 又可通往西域。 元朝时期进一步健全了

驿站使用的各项规章制度， 同时发展了全国性的驿站体系， 河西甘州、 肃州经由沙州至

西域的驿站也更加完善。 驿站的设立和完善， 不仅使元朝内部联系更加畅通， 也加强了

元朝与察合台等汗国的政治、 经济和军事联系。
（一） 蒙古帝国时期

成吉思汗时期， 随着版图的扩大以及军事控制、 物资运输、 人员往来的需要， 开始

建立起初步的驿站体系。 据 《世界征服者史》 记载， 由于蒙古帝国之领土日渐广大，
战事不断， 因此 “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②； 同时东西方间运送货物， 也需要

借助完善的驿站体系。 在此背景之下， 蒙古帝国时期的驿站初步建立起来。 窝阔台时期

又对驿站制度和驿站体系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其中 《史集》 记载窝阔台时期设立了纳

邻站： “从乞台国到该城 （哈剌和林）， ……每隔五程就 ［有］ 一站。 共 ３７ 站”③， 在

各站设一千户进行守卫。 纳邻站道从和林西南前行， 穿过沙漠戈壁到达亦集乃， 而从亦

集乃又可连接甘州。 同时， 从甘州开始， 经肃州、 瓜州、 沙州、 哈密地区通往西域的驿

站也渐次设立， 与纳邻站相连接。
敦煌地区的驿站最早也设立于窝阔台时期。 １２２９ 年， 窝阔台即大汗位后， 命按竺

迩为元帅出镇删丹州， “自燉煌置驿抵玉关， 通西域， 从定关陇”④。 元代元明善 《清河

集·雍古按竺迷传》 对此有更加具体的记载： “戊子 （１２２８）， 皇兄命公镇删丹， 怀徕

新附， 置驿张掖、 酒泉， 至玉关， 通道西域， 从定关陇”⑤， 由此可知察合台命部下按

竺迷镇删丹， 并在张掖和酒泉置驿。 胡小鹏先生认为， 这段材料表明察合台将此地看作

是自己的分地而加以管理， “置驿的目的之一是通西域， 即通往其在中亚的领地， 将二

地联成一片”。⑥ 此论甚有道理， 不过在引用史料时未提及 “至玉关” 和 “从定关陇”
两句， 而这两句正反映了元朝建立驿站时在 “从定关陇” 方面的政治、 军事考虑。
１２２９ 年窝阔台即位之后， 对全国驿站人员物资配置予以规定， 同时还规定了凭 “牌面

文字” 使用驿站的规章制度。 时蒙古军虽已据有西域， 但中原地区仍在金朝控制之下。
窝阔台即位后， 立即着手进行灭金战争。 一方面制定蒙古百姓、 河北汉民、 西域人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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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赋调的制度， 一方面又 “始置仓廪， 立驿传”①。 《元史·按竺迩传》 与 《清河集·
雍古按竺迷传》 的记载说明窝阔台设立驿站之举意在打通西域到关中、 陇右的联系，
以便西域赋调能及时输入前线， 支援伐金战事， 并稳定陕甘局势。 而随着河西地区驿站

的相继建立， 纳邻站道已可与甘州、 肃州、 沙州的驿站相连并通往西域地区。 这一举措

不仅有利于伐金战事， 也有利于蒙古汗廷与察合台等汗国的政治、 经济和军事联系。
（二） 元朝时期

元朝建立后， 进一步发展了全国性的驿站系统。 《元史·兵制》 记载： “于是四方

往来之使， 止则有馆舍， 顿则有供帐， 饥渴则有饮食， 而梯航毕达， 海宇会同， 元之天

下， 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② 有元一代， 建立了全国范围内发达的驿站体系。 太宗窝

阔台时， 制定了驿站管理的各项规定。 世祖忽必烈即位后， 对驿站的各项制度又不断加

以完善， 并对全国驿站进行增设和整饬。 但由于元初沙州以西战争频仍， 因而沙州、 瓜

州地区的站赤及其地方行政建制均设立较晚。
《元史·兵制》 对甘肃行省站赤的记载亦较为简略， 有关站赤内容的记载止于泰定

元年 （１３２４）： “甘肃行中书省所辖三路： 脱脱禾孙马站六处， 马四百九十一匹， 牛一

百四十九头， 驴一百七十一头， 羊六百五十口。”③ 上引 《元史·兵制》 所载 “脱脱禾

孙马站六处”， 指中兴路下属马站一， 永昌路脱脱禾孙马站三， 甘州路脱脱禾孙马站

二， 其中并未包括河西西部地区的肃州、 瓜州、 沙州等地站赤。 《经世大典·站赤》 具

体记载了至顺元年 （１３３０） 时甘肃行省所辖六路脱脱禾孙站赤名称： 中兴路马站一个

（野马泉站）、 永昌路马站三个 （本府站、 马连泉站、 辛记川站） 以及甘州路马站两个

（本州站、 青寺站）， 并记载了各个站赤的马、 牛、 驴、 羊的配置情况。④

胡小鹏先生在对甘肃行省站赤的性质和用途分析后指出， 就甘肃行省而言主要有甘

肃行省所辖的三路长行站道、 纳邻站道以及诸王兀鲁思站道。 其中甘肃行省所辖三路长

行站道即指中兴路、 永昌路和甘州路诸站赤， 其东端从中兴府出发， 溯黄河南下经灵

武、 鸣沙抵达应理州， 再经永昌府等地到达甘州， 然后经由肃州、 赤斤、 瓜州、 沙州等

站赤后西南至于阗、 西北至哈密。 甘肃行省纳邻站道指从中兴府经贺兰山后沙漠到亦集

乃路， 再经过亦集乃路到沙州附近的黄忽儿玉良等九站， 主要为军情传达需要而设。 河

西西部地区的诸王兀鲁思站道主要指出伯家族镇戍区域内肃州、 沙州、 瓜州、 哈密等地

站赤。⑤ 这一论述正确把握了甘肃行省站赤的基本性质以及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 这是

《经世大典》 《元史》 记载至顺元年前后时期的情况， 是甘肃行省地区站赤发展到至顺

年间时的结果， 并非最初的形态。 从 《经世大典》 《元史》 等记载并结合元代瓜、 沙历

６５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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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发展看， 笔者认为元初原本直接属于甘肃行省管辖的沙州、 瓜州地区站赤， 随着豳王

出伯家族及西宁王家族的出镇， 逐渐演变为诸王兀鲁思所属站赤。 上述甘肃行省境内三

路站赤， 不管是从亦集乃经小路抵达沙州的甘肃纳邻小道， 还是由永昌府、 甘州引来的

行省所属大道， 都需连接并通过瓜州、 沙州地区站赤而通向西域， 反映了敦煌地区在元

代站赤交通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地位。 从史料记载看， 尽管肃州、 瓜州、 沙州、 哈密地区

站赤演变为诸王兀鲁思所属站赤， 但以中书省为代表的元廷中央政府和甘肃行省仍对这

类站赤有监察和管理的最高权力， 元廷中央和甘肃行省经常对站赤站户逃匿情况进行查

勘， 并对人马缺乏情况进行赈济补充。 由于肃州、 瓜州、 沙州、 哈密地理位置接近， 又

都具有相似的历史轨迹， 因而在论述瓜州、 沙州站赤时， 亦需对肃州、 哈密等地站赤兼

作讨论。 以下对 《经世大典》 《元史》 等史料中有关元代沙州、 瓜州站赤资料进行搜罗

梳理， 并将其置于甘肃行省、 出伯家族镇戍区以及驿站体系的视野之下， 依照时间发展

和站赤性质演变的轨迹进行论述， 并对肃州、 哈密的情况也附带讨论。
１２６０ 年忽必烈即位后， 与阿里不哥展开了激烈战争。 河西西部至畏兀儿地本为窝

阔台后裔执必帖木儿镇守， 但由于遭到阿里不哥军队袭击而东撤， 沙州地区一度无军控

守。 中统二年 （１２６１）， 元廷在西夏故地置宁夏行省。 至元二年 （１３６５） 任命董文用经

略西夏中兴等路行省， 并在中兴、 西凉府及甘、 肃、 瓜、 沙等地开垦， 开始了一系列建

立行政建置、 恢复发展生产的举措。 中统四年 （１２６３） 十月， 元廷开始在河西设立驿

站， 如中兴、 西凉、 甘州等地。 安童等奏 “除甘、 肃、 瓜州， 其间合站赤”①， 很可能

是鉴于当时西域战事而未考虑在河西西部地区设站， 不过这次设站也为此后元朝在河西

西部完善驿站体系奠定了基础。
至元七年 （１２７０）， 元廷在河西设立肃州路总管府， 此时沙州、 瓜州尚未复立行政

建置。 至元十一年 （１２７４） 春正月， 元廷在沙州之北设立两处陆站。 《元史·世祖纪》
记载： “立于阗、 鸦儿看两城水驿十三， 沙州北陆驿二。”② 这是已知元代沙州设站的最

早记录。 元代站赤水站使用船， 而陆驿则主要使用马、 牛、 驴， 或使用车。 是年十月，
元廷命各地站赤隶属于所在的各路总管府， “其站户家属， 令元籍州县管领”③， 规定各

处站赤隶属于诸路总管府。 由于当时沙州尚未设置总管府， 沙州、 瓜州仍属肃州路总管

府管辖， 因而沙州地区站赤隶属肃州路， 但其站户家属则属沙州管领。 至元十七年

（１２８０）， 元廷设立单独的沙州路总管府， 沙州地区站赤开始归于沙州路总管府管辖。
据 《经世大典·站赤》 记载， 至元十九年 （１２８２） 五月九日， 元廷给扬州行省、

甘州行省等发放铺马圣旨， “每省五道内五匹、 四匹、 三匹各一道， 二匹二道”④。 此时

甘肃行省尚称甘州行省， 获得铺马圣旨 ５ 道。 铺马圣旨， 是给驿站的玺书， 最初为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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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但由于很多站赤不认识， 因而又于铺马圣旨上画上马匹并盖上省印。 同年十月， 又

增给甘州行省铺马圣旨 ５ 道。① 至元二十年 （１２８３） 十一月二十日， “右丞相火鲁火孙

等， 奉准增给甘州行省铺马圣旨十道， 通前共计二十道”②， 自此甘州行省铺马圣旨增

至 ２０ 道。 至元二十二年 （１２８５） 九月二十五日， 尚书忽都答儿等上奏三事， 获得批

准。 其中一事就是奏报甘肃行省沙州、 肃州、 亦集乃三路由于遣使频繁， 而又没有发给

圆牌和铺马圣旨， “今乞给铺马劄子六道， 合起马一匹， 圆牌不须应付。 奉旨准”③。 至

元十一年 （１２７４） 春正月曾在沙州之北设两处陆驿， 但由于至元十九年、 二十年分三

次给甘州行省的 ２０ 道铺马圣旨未分给亦集乃、 肃州、 沙州等地站赤， 因而随着三地遣

使的逐渐繁多， 至元二十二年又给予亦集乃、 沙州以及肃州三路铺马圣旨六道。 圆牌主

要用于紧急军情， “遇军务之急， 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 银字者次之”④， 此次并未给沙

州等地圆牌。
至元二十二年 （１２８５）， 元廷应诸王阿只吉之请于别十八里 （今新疆吉木萨尔） 设

站。 由此， 从甘州向西经肃州、 瓜州、 沙州而西至别十八里的站赤体系基本设立完成。
至元二十八年 （１２９１）， 通政院奏报 “肃州站赤系边远之地， 比年田禾不收， 应役烦

并”⑤。 由此可知肃州早前发生了严重的粮荒， 通政院请求免于对站户雇佣杂役和向站

户购买物品， 中书省则指出和雇和买据已有定例， 至于其他徭役则下令不向肃州站户征

发。 根据至元十一年 （１２７４） “命随处站赤， 直隶各路总管府” 的规定， 由于当时沙州

路总管府尚未成立， 因而沙州站赤隶属于肃州路总管府。 至元十七年 （１２８０）， 沙州路

总管府成立， 并以瓜州为其属州， 沙州地区站赤开始直属于沙州路总管府， 与肃州站赤

一样为甘肃行省、 中书省管理， 但当时尚未发现在瓜州设站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 至

元二十九 （１２９２） 年九月， 元廷突将沙、 瓜二州百姓迁徙至甘州、 肃州两地， “画地使

耕， 无力者则给以牛具农器”⑥， 势必对沙州地区站赤产生影响。
大德六年 （１３０２） 六月， 蒙古军万人进驻瓜州、 沙州， 并进行大规模屯田。 大德

六年 （１３０２） 十一月， “甘州军隶诸王出伯”⑦， 出伯开始正式镇戍甘州。 大德八年

（１３０４） 十二月， 元廷任命出伯为威武西宁王， 位列三等王， 并赐金印。 大德十年

（１３０６） 四月， 元廷命威武西宁王出伯 “领甘、 肃等地军站事”⑧。 大德六年出伯始镇戍

甘州， 大德十一年 （１３０７） 进封一等王豳王并正式移驻肃州， 其镇戍地主要在肃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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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州、 沙州地区， 因此大德十年起开始掌管上述地区军事与站赤事宜。① 但甘州站赤一

直属于行省， 成为属于元代甘肃行省三路站赤的其中一路。 而属于豳王驻地肃州及镇戍

区域的沙州、 瓜州地区站赤， 其地方管理机构此前一直属于总管府， 自此开始则正式属

于豳王出伯所领。 但出伯很可能在大德七年 （１３０３） 前已经实际领管了肃、 瓜、 沙等

地站赤。 据中书省大德七年奏报， 诸王、 驸马等存在滥用站赤的情况， “以故站赤兀鲁

思辈， 应役困乏”。 鉴于此， 中书省臣奏议： “乞今后诸王驸马元帅万户千户， 若有给

驿之事， 未经出伯议者不得行。 ……但凡不急之务， 就令出伯较计。 奉圣旨准。”② 杉

山正明先生指出， 这里的 “站赤兀鲁思辈” 可能读作 “站赤、 兀鲁思辈”， 并认为在河

西西部地区， 出伯家族形成了另一个察合台兀鲁思。③ 我们认为， 这里记载的 “站赤兀

鲁思辈” 应指兀鲁思所属的站赤， 而材料中的出伯别无他人， 即指于大德八年 （１３０４）
受封威武西宁王的出伯。 在上述史料中， 镇戍诸王、 驸马不顾站赤规定， 给予王位下万

户千户等铺马并使其频繁使用站赤， 造成出伯兀鲁思属下站赤出现了 “应役困乏” 的

情况。 中书省臣鉴于此种情况， 提请进一步严格驿站使用制度， 诸王、 驸马等必须经过

出伯同意方可使用驿站。 《经世大典·站赤》 的这段记载在 《元史》 中亦有反映， 但有

所删减， 《元史·成宗纪》 记载大德七年 （１３０３） 二月， “命诸王出伯非急务者勿遣乘

驿”④。 总之， 这两段记载表明， 第一出伯兀鲁思已经形成， 出伯成为元朝西北地区的

军事统帅， 肃州、 沙州等地站赤开始转化为出伯兀鲁思领有； 第二当时诸王、 驸马等存

在过度使用出伯兀鲁思下属站赤的情况， 造成了站赤的困乏； 第三元廷再度规范出伯兀

鲁思下属站赤的使用规定， 进一步确认了出伯对站赤使用的决定权， 同时也对出伯有所

限制， 表明出伯虽然 “独当一面， 权高位重”， 但仍受元廷中央节制。
大德七年 （１３０３） 五月二十八日， 元廷下令追查甘肃隐占站户， 并令站户恢复当

役。 经过中书省及枢密院、 宣政院的调查， 发现甘州甘泉站原有的 ３４８ 户站户仅存 １０１
户， 有多达 １２６ 户站户隐匿于诸王投下。⑤ 实际上甘肃行省各地站赤一直存在站户逃散

和隐匿的情况， 早在至元年间由于河西地区站赤运转繁忙， 加之政局复杂、 战争时有祸

及， 尽管元廷采取多种措施对驿站使用加以规范， 但甘肃行省站赤仍然面临着站赤困

乏、 站户逃匿情况。 本来由行省管辖站赤， 站户却逃离站赤而依附出镇诸王之下⑥， 直

接导致了应役站户人数的减少及站赤使用效率的下降。 又如至元二十七年 （１２９０）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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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一日奏： “甘肃行省言甘州两经抄籍， 站户计一千六百户。 中统元年， 直浑都海军

兴， 逃散及佥充秃鲁花并僧人诸色隐占处， 实有一百六十二户当站， ……将各投下及诸

人隐占站户， 回付当站， 似望官事协济。” 奏旨若日， 前者朕今传命收拾， 已行文书问

于属吏可知矣。 独生钦遵， 移文施行讫。”① 当时浑都海部谋据关陇， 但被按竺弥等联

军击败而亡， 其余部在哈剌不花带领下经肃州、 沙州而逃往西域。 但此次兵乱导致甘州

地区站赤仅余 １６２ 户站户当站， 逃散及隐匿站户占了近十分之九， 大量站户逃匿至出镇

诸王之下， 站赤实际已经难以正常运转。 故而元廷下令逃匿站户回到站赤继续应役。 虽

然元廷对站赤运转和使用规定不断整饬和规范， 但站户逃散及隐匿于诸王之下的情况却

一直存在， 并且这种情况在元代中后期伴随着站赤制度的废弛而愈加严重。
皇庆元年 （１３１２）， 哈密至沙州之间军站贫乏， 元廷遣使赴甘肃行省追查站户， 并

佥补民户百姓为站户， 但未见效果。 《经世大典·站赤》 记载： “今军当站至甚贫乏，
……已尝遣使至甘肃行省督令追复元户， 有阙则佥补百姓， 未见回报。”② 这些站赤最

初都是民户当役， 后来由军人当站， 所有马羊帐房等物资皆由军人出， 故而此类军站都

出现了贫乏的情况。 针对这种情况， 出镇哈密的合班之子诸王宽彻及其王傅官等， 只能

进行拨款赈济， 遇到诸王驸马使臣人数多而马匹不够时， 还需蒙古军人增置。 当蒙古站

户逃散或不足时， 则令甘肃行省与诸王 （嗣豳王） 南忽里、 诸王宽彻追收蒙古站户，
并令其复役。

皇庆二年 （１３１３） 十月十四日、 二十三日中书省两次奏请委派武备寺的阿八赤赴

任诸王宽彻位下站赤的脱脱禾孙， 专门负责监察使人真伪及是否违规乘驿。③ 这表明虽

然军站属诸王位下提领， 但其站赤仍属元朝驿站体系的一部分， 元廷中央有权力进行监

察和管理。 对于河西地区站赤因站户逃散和隐匿而造成的贫乏， 元廷除了整饬和规范

外， 还需经常性的调拨人马赈济。
延祐元年 （１３１４）， 中书省与豳王南忽里就佥补民户问题发生争执。 据 《经世大

典·站赤》 记载， 中书省鉴于察巴站等西川边地站赤军人不足， 意欲从瓜州、 曲尤、
沙州等地抽调人户补入， 但遭到南忽里反对： “云属本位下种田户， 有司不得侵犯”④。
曲尤， 据李正宇先生考证在今酒泉以西的玉门镇以东二里之古城； 察巴站， 据胡小鹏先

生考证在今瓜州县桥湾堡， 察巴站往西即至瓜州、 沙州。⑤ 可知曲尤、 察巴站皆在南忽

里镇戍区域。 中书省奏请于曲尤、 沙州、 瓜州上户内佥补 １００ 户充察巴站役， 激起了南

忽里的反对， 将所佥站户内属于自己位下的种田户带走。 但最后中书省仍下令将佥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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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照例充察巴站役， 表明即使是诸王镇戍下军站， 元廷仍拥有对这类站赤的最高管辖权

和调配权。 是月， 有四支灭吉怜部众为了逃避战役而自称属于阿八赤或昔宝赤， 南忽里

奏请将这四支灭吉怜部众安置于驿站当站， 补充站户。 元廷同意其请， “宜从彼省与南

忽里差人收聚， 悉令当站。 奉圣旨准”①。 答失城即塔失城， 属于诸王宽彻位下站赤。
特木勒先生指出， 灭吉怜部是游牧于哈密、 巴里坤、 塔失城和亦集乃一带历史悠久的游

牧部落， 四支 “灭吉怜民” 中有部分人以充当南忽里位下的昔宝赤 （ｓｉｂａ’ ｕｃｉ， 鹰夫）
和阿八赤 （ａｂａｃｉ， 猎人） 为借口而逃避站役。”② 南忽里主动奏请中书省令这四支灭吉

怜部承担站役， 同时鉴于灭吉怜部散处各地， 又着甘肃行省与南忽里收聚灭吉怜散部，
命其全部当站应役， 以保证站赤站户的稳定。

延祐元年 （１３１４） 十月， 中书省进一步规范甘肃行省内站赤的使用规定。 《经世大

典·站赤》 记载： “甘肃纳邻站， 系蒙古军人应当， 专备军情急务， 其余非关系要、 但

悬金银圆牌， 往往取便经行， 若不禁止不可。”③ 其中的 “甘肃纳邻站”， 是从中兴府经

亦集乃路取道沙州的小路， 专门为军情传报需要， 而兀鲁思两道指河西西部地区出伯家

族所立的站赤以及河西东部地区阔端所立站赤， 汉站则指今甘肃东部和陕西地区站

赤。④ 此次中书省进一步严格驿站使用制度， 严格规定甘肃纳邻站专为军情急务所用，
普通使人不得使用。 至于出使人员则均可利用兀鲁思两道站赤和汉站， 而从西域运送葡

萄酒的使人则走河西各地站赤， 经甘肃东部和陕西汉站抵达元都。 这一规定进一步明确

了甘肃行省境内军站和普通站赤的功能区别， 并明晰了不同类型站赤的使用规定。
延祐元年 （１３１４） 十月二十七日， 中书省又奏议于沙州、 瓜州设立屯储总管万户

府， “掌莅屯田公事， 请给差使铺马圣旨。 内起马二匹者二道， 一匹者四道， 奉圣旨与

之。”⑤ 瓜沙屯储总管万户府的设立， 加大了对当地的垦种力度， 同时设立仓库屯储所

产粮食并拨给周围地区站赤， 力图从根本上保障站赤系统的稳定。 同年十二月三日， 中

书省奏： “通政院言纳邻一道二十三站， 人户阙食， 请接济事。 ……近仓者给以米粟，
去仓远者， 量价给钞。”⑥ 在建立屯储总管万户府的同时， 还在曲尤设立了仓库以存储

瓜沙产粮。 中书省及甘肃行省官员首先对纳邻道站赤的户数进行勘合， 并规定按照纳邻

道站赤离曲尤仓的远近进行区别对待， 离曲尤仓近的直接拨付粮食， 远的则根据粮食当

时的价格拨付相同钱款。 这一举措相对灵活， 发挥了瓜沙产粮基地的作用， 保证了站赤

系统的粮食供给。
元廷在瓜沙地区设立屯储总管万户府， 并建立粮仓， 一方面保证了军队需求，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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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确保了甘肃纳邻站道和南忽里、 宽彻兀鲁思军站的稳定运转。 《元史·仁宗纪》 记

载： “ ［至大四年四月］ 命中书省赈济甘肃过川军。”① 黑水城出土写于延祐二年

（１３１５） 的 Ｍ１·０２６７ ［Ｆ１１６： Ｗ５６１］ 《军用钱粮文卷》 文书中多次出现了 “暖忽里入

川” “暖忽里豳王入川” 的记载。 据李治安先生考证， 这里的 “川” 应为瓜州、 沙州及

曲尤以西通往哈密力的戈壁石川， 文书记载了暖忽里豳王自沙州前线就近进入哈密力附

近塔失八里站、 揽出去站一带的戈壁石川、 进而向西进攻察合台汗国的事件。② 由此可

知， 上述延祐元年元廷的一系列集中整饬站赤、 补充人马粮食的举措， 应与元军针对察

合台汗国的军事行动有关。 这些举措反过来又最大程度的发挥了站赤的作用， 支持了元

军军事行动的实施。 《经世大典·站赤》 以及 《元史》 对甘肃行省境内站赤的记载分别

止于至顺元年 （１３３０） 和泰定元年 （１３２４）， 因此对此后沙州、 瓜州的站赤以及站赤体

系无法作深入探讨。

三、 结语

总体而言， 相比于前代， 蒙元时期虽然敦煌作为中西交通枢纽和孔道的地位有所下

降， 但仍是东西往来的重要通道。 特别是元朝在与察合台汗国及西方世界的往来中， 敦

煌常常成为商旅及使臣往来的重要经由地。 蒙古帝国时期修建了自甘州、 酒泉、 敦煌，
经玉门关而通达西域的站赤体系， 敦煌地区最早的站赤即设立于窝阔台时期。 元朝建立

后， 进一步完善站赤体系。 至元十一年 （１２７４） 春正月， 元廷在沙州北设立两处陆站。
最初这些站赤均属于沙州路总管府， 并由中书省、 甘肃行省进行监管。 但随着出伯家族

对肃州、 瓜州、 沙州、 哈密地区的镇戍， 上述地区的站赤逐渐演变为出伯兀鲁思下属站

赤。 尽管如此， 中书省等元廷中央机构仍拥有对出伯兀鲁思站赤的最高管辖权。 甘肃行

省所管辖的三路长行站道、 甘肃纳邻站道， 均接到出伯家族兀鲁思的沙州、 瓜州、 哈密

等地区的诸站赤， 并进而通往西域， 也反映了沙州、 瓜州在元代站赤体系中的重要节点

位置。 从 《经世大典·站赤》 和 《元史》 的相关记载中， 我们可以看到甘肃行省诸站

赤， 特别是位置偏僻、 条件艰苦的出伯兀鲁思下站赤和甘肃纳邻站道， 经常发生站户逃

匿以及站赤困乏的情况。 同时也可看出元政府进行勘合站户、 赈济粮食、 拨付钱款等为

确保站赤稳定运行而所作出的努力。 站道体系的完善和站赤的正常运转， 不仅保证了元

政府和西域地区的经济、 政治往来， 也为元政府的信息传达和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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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宋濂等撰 《元史》 卷 ２４ 《仁宗本纪一》， 第 ５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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